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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工作的健康风险及医疗保障的缓冲作用
王慧英* 陈 敏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 北京 100070
【摘 要】为探究弹性工作对中国劳动者健康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并考察基本医疗保险与最低工资政策

的调节作用。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年与 2022年两期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

验弹性工作对劳动者身心健康的影响。结果表明，弹性工作显著降低了劳动者的身体健康水平，但对心理健

康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弹性工作主要通过模糊工作—家庭边界和引发收入惩罚效应对身体健康产生

负面影响。该负面影响在男性、中老年、低教育水平、正规就业及有固定工作场所的劳动者群体中更为显著。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最低工资制度能够有效缓解弹性工作对健康的负面冲击。为

此，应着力扩大医疗保障覆盖面、合理设定最低工资标准，以构建更具健康包容性的弹性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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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ealth risks of flexible work and the buffering effect of medic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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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flexible work on the health of Chinese workers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as well as to examin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and minimum wage policies， this 
study uses two waves of panel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in 2020 and 2022.  It constructs a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 to test the influence of flexible work on worker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flexible work significantly reduces workers' physical health levels， while its impact on mental health fails to 
pass the significance test.  Flexible work exerts negative effects on physical health mainly by blurring the work-family 
boundary and triggering the income penalty effect.  Such negative impacts are more prominent among specific groups 
of workers， including males， middle-aged and elderly individuals， those with lower educational levels， formal 
employees， and workers with fixed workplaces.  Urban Employee Medical Insurance， Urban-Rural Resident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and the minimum wage system can effectively mitigate the negative health impacts of flexible 
work.  Therefo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expand the coverage of medical insurance and set reasonable minimum 
wage standards， so as to build a more health-inclusive flexible work environment.

【Key words】 Health risk； Flexible work；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工作

模式正经历深刻变革。弹性工作模式成为企业应对

市场变化、员工追求工作生活平衡的重要选择。［1］尽
管学术界对弹性工作的具体内涵尚未达成一致，但

普遍认同其核心特质是工作时间的灵活与多样。［2］这
种工作模式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大的自主权，使其能

够更灵活地协调工作、家庭与生活的需要，但同时也

易导致工作—家庭界限模糊、时间碎片化、工作强度

隐性增加，进而诱发职业倦怠、慢性压力、睡眠障碍

等一系列健康问题。［3-4］长远来看，若缺乏有效的健康

支持机制，将严重影响劳动者的整体福祉与生产效

率。此外，弹性工作所伴随的收入不稳定和社会保

险覆盖不足等问题，也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焦点。［5］在
此背景下，探讨弹性工作对劳动者身心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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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分析医疗保障和就业保障在缓解这些健康冲击方

面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当前关于职

业健康的研究多围绕传统雇佣模式展开，针对弹性

工作的关注较少。［6］本文立足于中国现实，旨在探究

弹性工作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机制，并重点分析不

同类型的医疗保险与最低工资水平在这一过程中所

发挥的调节作用，以期为弹性工作制的科学设计和

健康风险防范提供参考依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1 弹性工作与劳动者健康的关系

作为一种灵活的工作模式，弹性工作赋予劳动

者较高的自主权。但这种灵活性可能会带来一定的

负面效应。由于缺乏固定的工作时间与清晰的休息

边界，劳动者需频繁地在工作与生活需求之间进行

动态调整。根据自我调节理论，个体的自我调节依

赖于有限的能量资源。在持续的决策过程中，注意

力、意志力、情绪调节能力会不断消耗甚至衰竭，并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压力的积累。［7］实证研究发现，随

着自我调节能力受损，部分劳动者会因作息紊乱而

出现睡眠不足、饮食不规律等现象［8］，并表现出更多

的不健康行为，如暴饮暴食和酗酒等。［9］据此，提出如

下假设：

假设1：弹性工作会损害劳动者健康水平。

1. 2 收入惩罚效应和工作家庭边界模糊的中介作用

收入水平是健康的核心决定因素之一。［10］研究

结果一致表明，收入水平与健康存在明确的因果关

系。［11］收入水平越低，主、客观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水

平均更低。［12-13］弹性工作的劳动者，由于其工作模式

的非标准化，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视和偏见。［14］管
理层和同事带有偏见的认为其效率较低，对工作的

投入也较少。特别是出于家庭责任和照顾目的而选

择弹性工作的劳动者通常会因此受到相应惩罚，包括

工资减少、较低的绩效评价、与同事关系变差等。［15］由
此，选择弹性工作安排的劳动者，受到的收入惩罚可

能会恶化劳动者的健康水平。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弹性工作通过收入惩罚效应影响劳动者

健康水平。

根据边界理论，工作与家庭为两个不同的领域，

二者之间存在物理、时间与心理上的边界。［16］清晰且

明确的边界有助于防止劳动者出现角色冲突。然

而，弹性工作往往会削弱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边界，导

致工作角色与家庭角色之间的界限模糊。［17］这种工

作—家庭边界模糊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加剧工作

与生活的冲突，降低了生活的可预测性与可控性，扰

乱了个体常规健康行为的节奏，从而可能成为劳动

者放弃健康饮食和体育锻炼的一个重要原因。［18］此
外，工作—家庭边界的模糊还可能导致焦虑和抑郁

等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19］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弹性工作通过模糊工作—家庭界限影响

劳动者健康水平。

1. 3 医疗保险和最低工资的调节作用

弹性工作作为一种非标准化工作安排，其从业

者常被排除在雇主主导的医疗保障体系之外，呈现

较低的医疗保险参保率。［20］而医疗保险通过风险共

担机制，能够有效减轻个体的医疗经济负担、提升医

疗服务利用率，从而维持或改善其健康状况。研究

发现，无论是公共医疗保险还是商业医疗保险，均有

助于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且能有效削弱收入对个

人健康的重要性。［21-22］对于已参保的弹性工作者而

言，即使面临因就业形态所带来的收入惩罚，仍能获

得持续稳定的医疗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弹

性工作对身心健康的负面冲击。最低工资作为对低

收入者的有效制度保障，不仅对收入和就业有着直

接影响，还会通过健康行为、休闲支出、经济压力的

变化等因素影响劳动者健康水平。［23-24］最低工资水平

的提升，可以部分抵消选择弹性工作所造成的收入

下降，从而减轻劳动者在医疗和健康预防性支出上

的经济压力。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4：参与医疗保险正向调节弹性工作对健康

的负面影响。

假设 5：最低工资水平的提升正向调节弹性工作

对健康的负面影响。

2 研究设计

2. 1 变量设置

2. 1. 1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劳动者的健康状况，包括身体

健康和心理健康，身体健康使用劳动者个体自评健

康状况衡量，评分取值范围 1~5分，分数越高，身体状

况越差；心理健康状况采用国际流行病研究中心开

发 的 抑 郁 自 评 量 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的简化版本， 选取

了 “我感到抑郁”“我觉得我做的一切都很吃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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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睡眠不安宁”“我感到快乐”“我感到孤独”“我享受

生活”“我感到悲伤”和“我感觉无法开始做事”8个项

目，对受访者过去一周内所经历的情绪或行为频率

进行评分，评分选项范围是 1~4分，其中，问题“我感

到快乐”和“我享受生活”采用了反向计分的方式，以

确保量表的逻辑一致性。最终，总分范围为 8~32分，

评分越高表示心理健康状况越差。

2. 1. 2 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为弹性工作，弹性工作根据个体

对自身主要工作的时间控制程度来表现，将没有固

定工作时间、工作时间可以由自己安排的就业者记

为弹性就业者（赋值为 1），将有固定工作时间的就业

者记为非弹性就业者（赋值为0）。

2. 1. 3 中介变量

中介路径包含时间配置效应和收入惩罚效应，

使用工作时间（每周工作时长）、随时到岗（是否因为

这份工作的需要，您的手机 24小时都不能关机，要随

时待命）、工作—休息的区分（生活是否有工作日及

休息日的区分）、锻炼频率（每周锻炼频率）、锻炼时

间（每次锻炼时间）、睡眠时间（每天睡眠时间）、家务

时间（每天花在自家家务劳动上的时间）和照料孩子

时间（每天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来分析个体工作—

家庭的时间配置代理变量，衡量个体的时间配置效

应；使用个体的工作收入、医疗支出和保健支出三个

代理变量衡量收入惩罚效应。

2. 1. 4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个体控制变量和家庭控制变量。

个体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男性=1，女性=0）、受

教育年限、户口状况（城市户口=1，非城市户口=0）；

14岁健康状况（1~5分，分数越高身体状况越差）；家

庭控制变量包括家庭人均收入、家庭规模；此外，考

虑到调查恰逢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纳入了调查省

份当年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并对其取对数，以排除

此次公共卫生事件对身体健康状况的潜在影响。

2. 2 模型设定

为考察弹性工作对健康的影响，构建如下模型：

healthit = α + β1 jobit + γXit + θi + Ut + εit （1）
其中，healthit 表示个体 i在 t年的健康水平（身体

健康和心理健康），jobit表示 i在 t年从事的工作类型， 
Xit 表示个人和家庭的控制变量，θi 和 Ut分别为个体

和时间的固定效应，εit 为不可观测的误差项，式（1）
使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2. 3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数据库，CFPS是一个全国

性的、全面的纵向社会调查，使用计算机辅助技术采

访样本家庭中的所有家庭成员并获得的大型追踪调

查数据。由于解释变量弹性工作从 2020 年开始收

集，本文使用 2020—2022年的面板调查数据，并将研

究对象限制在 16~60岁的群体，在剔除核心变量存在

缺失的个体后，最终纳入9 658人作为研究样本（表1），
需要说明的是每个模型的样本量以实际模型为准。

3 实证分析结果

3. 1 基准回归结果

表 2汇报了弹性工作对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

回归结果。弹性工作对健康的影响呈现身心分化差

异，（1）—（3）列结果显示，在控制个体、家庭因素后，

弹性工作显著恶化了劳动者的身体健康状况，（4）—

（6）列结果显示，弹性工作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并不

显著。

3. 2 稳健性分析

为进一步佐证基准回归结果，进行了一系列稳

健性检验。首先，将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改为虚拟

变量。将身体状况为非常健康、很健康赋值为 0，不
健康、一般、比较不健康赋值为 1。将心理健康状况

取值大于 10 的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25］回归结果

见表 3，弹性工作显著恶化了身体健康，但对心理健

康不显著。其次，使用 2020和 2022年混合截面数据

结果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最后，增加了家庭层面

的老年、少儿抚养比 2个控制变量后，回归结果依然

保持稳健。

表1　样本基本情况

变量

弹性工作

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

年龄

性别

受教育年限

户口类型

14岁健康状况

家庭人均收入

家庭规模

新冠肺炎疫情

平均值

0. 546
2. 760

13. 479
40. 234

0. 558
10. 702

0. 376
1. 836

10. 185
4. 254
7. 520

标准差

0. 498
1. 043
3. 840

10. 481
0. 497
4. 022
0. 484
1. 050
0. 827
1. 873
1. 627

最小值

0
1
8

16
0
0
0
1
0
1

4. 990

最大值

1
5

32
60

1
22

1
5

15. 149
16

11.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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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内生性检验

为缓解由于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而产生的内生

性问题，使用“同区县弹性工作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

例”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工具变量回归。KP rk LM统

计量为 59. 06，强烈拒绝不可识别原假设，表明工具

变量模型设定合理，一阶段 F检验显著拒绝原假设，

说明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

题，使用该工具变量是合理的。第二阶段弹性工作

对身体健康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即在引入工

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后，弹性工作对身体健康的

负面影响依然成立①。

为缓解样本自选择偏误，本文采用处理效应模

①   弹性工作对心理健康的内生性检验结果均不显著，限于篇幅并未展现，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弹性工作

年龄

性别

受教育年限

户口状态

14岁健康状况

家庭人均收入

家庭规模

新冠肺炎疫情

常数项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1）
身体健康

0. 025
（0. 028）

2. 748***

（0. 015）
Y
Y

9 658
0. 744

（2）
身体健康

0. 158*

（0. 094）
1. 076

（0. 743）
1. 073

（0. 761）
-0. 948*

（0. 509）
-0. 338*

（0. 189）
0. 041

（0. 046）

57. 438*

（29. 888）
Y
Y

5 172
0. 065

（3）
身体健康

0. 198**

（0. 100）
1. 031**

（0. 441）
1. 294*

（0. 692）
-0. 892**

（0. 452）
-0. 327*

（0. 174）
0. 014

（0. 054）
-0. 045
（0. 074）

0. 081*

（0. 047）
-0. 034
（0. 052）
55. 602***

（18. 686）
Y
Y

5 092
0. 097

（4）
心理健康

-0. 050
（0. 101）

13. 417***

（0. 064）
Y
Y

9 658
0. 002

（5）
心理健康

-0. 336
（0. 318）

0. 529
（0. 800）

1. 983
（2. 726）

0. 521
（1. 617）

0. 063
（0. 955）

0. 300
（0. 219）

45. 435
（38. 815）

Y
Y

5 172
0. 039

（6）
心理健康

-0. 303
（0. 330）

0. 418
（0. 849）

2. 047
（2. 688）

0. 359
（1. 591）

0. 175
（0. 987）

0. 278
（0. 230）
-0. 069
（0. 271）
-0. 061
（0. 161）
-0. 048
（0. 220）
43. 731

（41. 036）
Y
Y

5 092
0. 037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弹性工作

截距项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更换被解释变量测算方法

（1）
身体健康

0. 055*

（0. 029）
-0. 617

（1. 899）
Y
Y
Y

4 867
0. 063

（2）
心理健康

0. 003
（0. 050）

-0. 089
（1. 829）

Y
Y
Y

4 867
0. 015

增加样本量

（3）
身体健康

0. 087***

（0. 023）
1. 795***

（0. 177）
Y
_
Y

8 817
0. 080

（4）
心理健康

0. 006
（0. 084）
18. 670***

（0. 650）
Y
_
Y

8 177
0. 044

增加控制变量

（5）
身体健康

0. 204**

（0. 102）
41. 679**

（18. 955）
Y
Y
Y

4 867
0. 069

（6）
心理健康

-0. 288
（0. 327）

13. 995
（34. 436）

Y
Y
Y

4 867
0.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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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第一阶段，以弹性工作虚拟变量为被解释变量，

地区弹性就业占比作为工具变量，发现工具变量与

内生变量显著正相关，证明工具变量有效。第二阶

段回归中，弹性工作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估计系数为

0. 671，是基准回归结果的 3倍，表明未考虑自选择时

低估了其影响，处理效应模型检验进一步证明了结

果的稳健性（表4）。

3. 4 机制检验

如前所述，弹性工作通过模糊工作—家庭界限

对员工健康产生损害。为验证其影响机制，使用两

步法进行机制检验。［26］表 5机制检验显示，弹性工作

者“随时到岗”概率更高，并显著削弱工作日与休息

日区分。这种时间结构消解导致心理上难以分离工

作与家庭，模糊工作与家庭的边界。同时，健康维护

时间被压缩，表现为每周锻炼频率显著降低和睡眠

时间缩短。弹性工作对总工作时间及锻炼时间无显

著影响，表明其损害健康并非通过延长工作总量，而

是通过打散工作时间，降低休息恢复质量。此外，弹

性工作显著增加家务劳动时间，对照料子女时间回

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家务劳动进一步压缩健

康恢复空间。因此，弹性工作通过时间碎片化和时

间再分配，削弱了健康的恢复性配置，对身体健康产

生不利影响。

弹性工作通过收入惩罚与健康投资萎缩构成损

害健康的第二路径，表 6结果显示，弹性工作者收入

显著降低 0. 447 个单位，医疗支出减少 0. 088 个单

位，家庭保健支出减少了 0. 894个单位。说明弹性工

作者的收入惩罚效应削减自身和家庭的医疗支付能

力，限制其健康资源的获取，而工作—生活边界模糊

又剥夺了自我保健时间，使个体陷入“既无钱投资健

康，也无暇维护健康”。

3. 5 异质性检验

弹性工作对身体健康的损害因工作特征存在差

异，根据“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将弹性工作者划分为

正规就业群体和非正规就业群体。空间维度上，根

据是否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将弹性工作群体划分为有

固定工作场所群体和无固定工作场所群体①，回归结

①   将户外、运输工具内、家里赋值为无固定工作场所，办公室、车间、其他室内工作场所赋值为有固定工作场所。

表4　内生性检验结果

弹性工作

年龄

性别

受教育年限

户口状态

14岁健康状况

家庭人均收入

家庭规模

新冠疫情

截距项

KP rk LM统计量

一阶段F统计量

Wald检验统计量

一阶段回归结果

地区弹性就业占比

样本量

（1）身体健康

0. 503*

（0. 285）
0. 016***

（0. 002）
-0. 231***

（0. 038）
-0. 050
（0. 043）

0. 110***

（0. 039）
0. 164***

（0. 015）
-0. 038*

（0. 021）
-0. 022**

（0. 009）
0. 034**

（0. 014）
2. 201***

（0. 448）
59. 06***

59. 83***

弹性工作

0. 7370***

（0. 093）
4 867

（2）身体健康

0. 671***

（0. 217）
0. 017***

（0. 002）
-0. 243***

（0. 036）
-0. 071
（0. 044）

0. 074**

（0. 032）
0. 166***

（0. 015）
-0. 033
（0. 020）
-0. 018**

（0. 009）
0. 037***

（0. 014）
2. 305***

（0. 438）

6. 10**

弹性工作

1. 153***

（0. 191）
4 867

表5　机制检验Ⅰ：工作—家庭界限模糊

弹性工作

截距项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1）
工作时间

-0. 041
（0. 048）

6. 317
（5. 143）

Y
Y
Y

4 830
0. 087

（2）
随时到岗

0. 083***

（0. 014）
0. 647***

（0. 200）
Y
Y
Y

4 866
0. 005

（3）
工作-休息区分

-0. 106***

（0. 013）
-0. 625***

（0. 180）
Y
Y
Y

4 866
0. 074

（4）
锻炼频率

-0. 141**

（0. 063）
14. 158***

（0. 878）
Y
Y
Y

4 866
0. 029

（5）
锻炼时间

0. 311
（1. 542）
87. 630***

（21. 324）
Y
Y
Y

2 012
0. 040

（6）
睡眠时间

-0. 292*

（0. 154）
9. 824

（8. 347）
Y
Y
Y

3 028
0. 084

（7）
家务时间

1. 040***

（0. 128）
9. 090***

（1. 752）
Y
Y
Y

4 866
0. 005

（8）
照料孩子

0. 101
（0. 116）

-0. 882
（1. 674）

Y
Y
Y

4 866
0.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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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显示有固定场所的弹性工作对健康的估计系数为

正，在 10%水平下显著，表明有固定场所的弹性工作

对劳动者身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而非固定场所弹

性工作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弹性工作

的制度保障与空间约束反而加剧了劳动者的健康脆

弱性（表7）。

在个体特征异质性分析中，弹性工作对男性就

业者的健康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对女性的影

响则不显著。年龄层面，弹性工作对中老年群体的

健康状况损害尤为明显，而对青年群体的影响则不

显著。这表明弹性工作对中老年群体的身体健康构

成了主要威胁。从教育水平来看，低教育群体受到

弹性工作的影响更为严重，而高教育群体的影响则

不显著（表8）。

3. 6 调节效应检验

弹性工作对健康的损害可能通过医疗保险得到

缓解。本研究基于医疗保险类型（城镇职工医疗保

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及整合后

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拥有该保险赋值为 1，无
任何医疗保险赋值为 0①），考察其在弹性工作与健康

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此外，考虑到中国于 2016年整

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

立了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本研究进

一步考察了这一整合后的医疗保险制度的调节

作用。

表 9结果显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及其与弹性工

作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其能有效缓冲弹

性工作对健康的负面影响。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本身

系数为正，存在“逆向选择”现象，但其与弹性工作的

交互项显著为负，且绝对值大于弹性工作本身系数，

说明该保险仍显著缓解了弹性工作的健康损害。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而整合后的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交互项显著为负，表明统一医

保制度弥补了原新农合的缺陷，为农村弹性工作者

提供了更坚实的健康保障。此外研究还考察了补充

医疗保险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参加补充医疗保险

①   由于弹性工作者拥有公费医疗的个体较少，无法进行实证分析，本研究不考虑公费医疗。

表6　机制检验Ⅱ：收入惩罚效应

弹性工作

截距项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1）
工作收入

-0. 447***

（0. 070）
-24. 048***

（1. 735）
Y
Y
Y

4 004
0. 074

（2）
医疗支出

-0. 088*

（0. 046）
3. 430**

（1. 379）
Y
Y
Y

4 004
0. 005

（3）
保健支出

-0. 894**

（0. 349）
178. 714

（119. 158）
Y
Y
Y

4 696
0. 051

表7　分工作特征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弹性工作

截距项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1）
正规就业

0. 360***

（0. 138）
44. 537*

（25. 605）
Y
Y
Y

2 217
0. 134

（2）
非正规就业

0. 282
（0. 325）

6. 432
（5. 093）

Y
Y
Y

1 832
0. 091

（5）
固定工作场所

0. 202*

（0. 115）
45. 839*

（24. 972）
Y
Y
Y

3 183
0. 070

（6）
非固定工作场所

0. 489
（0. 364）

-4. 176
（4. 178）

Y
Y
Y

1 500
0. 218

表8　分个体特征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弹性工作

截距项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1）
男性

0. 261*

（0. 155）
73. 619***

（11. 693）
Y
Y
Y

2 692
0. 070

（2）
女性

0. 076
（0. 138）

2. 216
（8. 900）

Y
Y
Y

2 175
0. 086

（3）
青年

0. 050
（0. 171）
2. 827***

（1. 033）
Y
Y
Y

1 886
0. 035

（4）
中老年

0. 318**

（0. 155）
2. 693***

（1. 009）
Y
Y
Y

2 981
0. 034

（3）
高教育水平

-0. 052
（0. 148）

41. 534
（26. 234）

Y
Y
Y

1 406
0. 079

（4）
低教育水平

0. 409**

（0. 168）
-1. 946

（2. 289）
Y
Y
Y

3 461
0.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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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与弹性工作的交互项均不显著。

结合机制分析可知，弹性工作显著减少了个人

医疗支出，而社会保障与收入均通过生活水平影响

健康。因此，以省级月最低工资水平为调节变量，进

一步考察最低工资的底线保障功能，结果显示，最低

工资水平的提升能显著缓冲弹性工作者的健康损

害，说明对弹性工作者的基础收入保障是缓解身体

健康状况的另一种有效途径。

4 讨论与建议

4. 1 弹性工作显著降低劳动者的身体健康水平，对

劳动者心理健康无显著影响

本文发现，弹性工作显著降低了劳动者的身体

健康水平，但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并不具有统计学意

义，呈现出明显的身心分化特征。该结果主要源于

弹性工作对心理健康的双重影响机制：一方面，弹性

工作通过赋予劳动者更高的时间自主权，使其能兼

顾工作安排、家庭责任与个人健康，从而缓解角色冲

突，提升身心健康。［27］另一方面，弹性工作的收入惩

罚效应通过增加经济压力，对劳动者心理健康造成

负面冲击。同时，工作与家庭界限的模糊易引发工

作与家庭冲突，进一步对心理健康构成潜在威胁。［28］

在上述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弹性工作对心理健康的

积极与消极影响在总体上相互抵消，从而导致其在

统计上没有显著性差异。相比之下，其对身体健康

的负面效应更为明确和直接，弹性工作往往模糊了

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导致劳动者作息不规律，制约劳

动者在健康饮食、定期体检及及时就医等方面的投

表9　调节效应

弹性工作

城镇职工医保

弹性工作*城镇职工医保

城镇居民医保

弹性工作*城镇居民医保

新农合

弹性工作*新农合

城乡居民基本医保

弹性工作*城乡居民基本医保

补充医保

弹性工作*补充医保

最低工资

弹性工作*最低工资

截距项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1）
2. 102***

（0. 605）
-1. 020**

（0. 496）
-2. 150***

（0. 601）

1. 902
（2. 353）

Y
Y
Y

1 674
0. 163

（2）
0. 223**

（0. 102）

0. 142
（0. 107）
-0. 287**

（0. 139）

1. 296***

（0. 439）
Y
Y
Y

870
0. 006

（3）
0. 216**

（0. 103）

-0. 043
（0. 082）

-0. 013
（0. 111）

2. 007***

（0. 315）
Y
Y
Y

2 821
0. 008

（4）
0. 241

（0. 155）

0. 148
（0. 108）
-0. 296**

（0. 147）

1. 443***

（0. 244）
Y
Y
Y

790
0. 025

（5）
0. 131***

（0. 031）

0. 026
（0. 107）

0. 211
（0. 141）

1. 856
（0. 249）

Y
Y
Y

4 523
0. 014

（6）
0. 241

（0. 155）

-0. 191***

（0. 030）
-0. 017*

（0. 009）
2. 261***

（0. 285）
Y
Y
Y

4 867
0.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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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从而对生理健康产生累积性负面影响。

针对弹性工作的健康风险，应构建企业主导、社

区补充、个人参与的多层次健康支持体系，将健康管

理融入弹性工作制度设计中。鼓励企业在推行弹性

工作时，同步配备健康保护措施。例如，联合第三方

利用技术手段动态识别弹性工作者的健康风险，提

供定期体检与私密的心理咨询服务。公共卫生服务

也应主动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为弹性工作者设

计可及、有针对性的健康干预。例如，通过开发在线

预约和咨询平台，弹性化公共卫生服务时间；组织线

下社交支持小组，对抗其可能面临的疏离感，履行公

共健康的“兜底”职能。

4. 2 弹性工作通过收入惩罚效应和模糊工作—家庭

边界影响劳动者的身体健康

健康资本的维持离不开持续的经济与时间投

入。从经济层面看，弹性工作通过收入惩罚效应，削

弱了劳动者进行预防性健康投资与医疗支付的能

力，导致其延迟或放弃必要的健康投入，从而加剧健

康风险。从时间层面看，弹性工作模糊了工作与家

庭的界限，造成时间结构碎片化，不仅降低了时间利

用的质量与效率，也使劳动者难以保障规律的健康

行为投入。在经济与时间的双重压力下，弹性工作

者健康水平显著下降，健康资本亦加速损耗。

为应对弹性工作者面临的薪酬歧视和隐形时间

压榨，建议从政策引导与监管两方面系统约束企业

行为。政策引导上，政府应牵头制定并推广“健康弹

性工作指南”，引导企业向可持续和人性化的工作模

式转型。在监管上，在相关法规中明确禁止因弹性

工作产生的薪酬歧视，并将劳动者“数字离线权”纳

入法律保护范畴；同时，建立常态化的弹性工作健康

合规性监督机制，将相关保障纳入劳动监察范围，并

鼓励工会、劳动者及第三方机构进行监督。

4. 3 基本医疗保险、最低工资制度等社会保障性举

措均可以有效缓冲弹性工作对身体健康的负面

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基本医疗保险可以有效应对弹性

工作者的健康风险，但其保障效果因医保类型而异。

具体而言，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均能有效缓解弹性工作对健康的负面冲击。而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则未呈现显著的调节作用。整合后

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可以有效弥补新农合的短板，

为城乡弹性工作者提供更公平的健康保障。此外，

补充医疗保险对弹性工作健康冲击的调节作用不显

著。最低工资制度作为事前经济保障措施，能够与

医疗保险的事后补偿机制形成互补。最低工资的提

高有助于减少弹性工作可能带来的收入损失，避免

劳动者因经济压力而削减健康支出，间接维护其健

康状况。

应充分发挥政策工具在维护弹性工作者健康权

益上的基础性作用。一方面，要持续提升弹性工作

者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与率，积极推动医保整合；科学

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综合考虑社保缴费基数与就业

模式的变化，强化其收入保障功能。另一方面，应强

化社会保障政策工具的协同效应。建议搭建弹性就

业一体化数字平台，嵌入社保断缴、收入骤降与健康

负荷过载等多维度风险预警功能，为协同机制提供

坚实的数字基础。在此基础上，构建与收入协同的、

阶梯式和动态化的社保缴费与补贴机制。通过平台

数据自动识别低收入群体，实施精准补贴，减轻最低

工资水平附近弹性工作者的实际社保缴费负担。

4. 4 弹性工作对身体健康的负面影响，在不同工作

特征、个体特征劳动者中存在显著差异

从工作特征上来看，对于正规就业、有固定工作

场所的劳动者，弹性工作对其健康的负面效应更显

著。从个人特征上看，弹性工作对男性、中老年、低

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健康冲击更大。

鉴于弹性工作的健康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政

策干预应转向更具针对性的精准治理策略。据此，

针对中老年和低学历劳动者，开发并推广更具针对

性、通俗易懂的健康促进与时间管理培训，依托工作

场所和社区渠道推广。同时，积极探索并提供灵活

的金融支持工具，例如低息贷款和过渡性收入与医

疗补贴等，为弹性工作者提供经济缓冲，支持其进行

健康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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